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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春海教授以兼顧思想史料之搜羅與哲學理念之闡析的撰作模式，在〈朱熹

理學與佛學之交涉〉一文中，進行謹嚴的論述。其間，所涉及的問題皆具有思想

史的重要性與關鍵性，而他從理氣論與緣起性空論的對比、儒佛心性論的出入、

居敬窮理的實踐工夫及終極價值的抉擇等四個向度來展開攸關論論文主題的辨

解與證明—在在是此一學派公案不能輕忽的核心課題。因，此這一篇不算太長的

論文其實已有著十分完整而豐贍的內容。 

     首先，在挑戰與回應的互動之間，朱熹理學與佛學早就在既定的思想史背景

下持續地交映出足以助成新儒學發展的亮光。不過，由於可資憑證的史料幾乎都

是朱子對佛學的理解與批判，因此，所謂「出入」或「抉擇」，便都是朱子個人

學思心得的具體作為，而這當然是以朱子學為本位的。曾教授在本文中所秉持的

立場自然不外乎此，他所掌握的思想史料也同時是曾教授個人以朱子學專家的身

份辛苦爬梳得來的，其功力之深厚與議論之不苟，實為今日國內中生代學者中所

罕見的。 



     既名為「對話」，便不能不依序提問，並有所請益，並以就教於方家。本來，

宋明理學與大乘佛學（特別是禪宗、華嚴宗與天台宗）之間的相互故錯乃司空慣

見，而理學受佛學之啟迪與影響，似乎也不必諱言；曾教授在本文中揭顯朱子早

年涉入佛學（尤其是禪學）的史實，並同時敞現朱子由佛轉向儒的心跡，這樣的

作法相當公允，也頗符合本文所採取的對比的論述模式。接著，曾教授分別解析

佛教緣起性空之論與朱子的理氣論，而有了底下十分要緊的結論： 

     朱子的理一分殊的宇宙觀卻係受佛學啟發而借鏡資用過來的。……朱子理學

論所推導出來的理一分殊說，在思維方法及形式原理上，明顯的，是受了佛學的

影響。 

     在此，朱子「月印萬川」之喻，即援引自禪宗；而理一與分殊二而一的辯證

思維，似乎與華嚴宗理法界、事法界以迄事事無礙之境界，也有著幾近同質之類

似性。不過，在求同之外，存異的觀點依然是對比思維不可或缺的。因此，在本

體論與宇宙論的廣大論域中，朱子與佛學之間可能發展的關係是至少還可以作出

底下之對比： 

   （一）朱子理氣論基本上是以「天地」為其意義之範域，其「實有論」之立

場，與緣起性空以歸於如如恒真之道的終極關懷，二者顯然在哲學與宗教之間仍

在在著分明之壁壘。 

   （二）本來，由有限向無限推擴的空間意識，以及自有眾向無盡延伸的時間

意識，都難以在本體論的一般論域中獲致圓滿究竟之結局—特別是以人為一實踐

主體（或道德主體）的人文思維，更往往突破本體論與宇宙論二分之隔限，而朱

子理氣論所潛藏的二元主義所以由分殊邁向理一，由事實也界一逕步入意義世

界，也便是為了助成其倫理學與心性論，以實現儒家成德之教的理想；對此，佛

教破有入空，同時調適上遂於常樂我淨的真如本性，其法性無自性，其緣生無所

生，在在是成佛之道的核心義理，而朱子以太極為生生之理，同時由此大批釋氏

說空，並力判儒佛之別，其以生為有，以理為實，以人道為終極的基本立場分明

與佛教或禪學難以比附。 



     因此，吾人在發現朱子向佛學所「借用」的某些概念之後，似乎仍應堅守朱

子為新儒宗師的本色，而同時對朱子攻佛訛禪的作法，也應一本其儒者身分，對

其主觀之見解，或以「人」棄「佛」，以「有」廢「空」，以「成聖之道」貶抑

「成佛之道」寄予同情以理解，曾教授在本文中已充分流露此一學者風範。不過，

對「對比」策略的運用，是仍有進一步發揮的空間在。 

     關於「儒佛心性論的出入」這個子題，曾教授所作的對比則更顯其學術功力。

佛教的心性論主要在禪宗「自心是佛」、華嚴宗、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及唯識學「轉

識成智」的不二法門，而朱子以一心包萬理，以一心統性情，其目的端在通過人

心與道心之爭勝以及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消長，而終意在以道心馴服人心，以

天理克制人欲，以義理對治一切人情之私與人文之病。因此，曾教授以為朱子在

強調一心發用的兩面性之餘，依然堅持將儒家心性論之以生生為理，來批判佛家

之「空」（朱子認定「空」為「空虛無有之物」），並以為佛家之「作用是性」

乃氣質之性；基本上，朱子對佛學的這一番理解已然是片面之見，曾教授如此直

陳朱子之痛，其實不在於為佛學討什麼公道，而是學術證據確鑿的持平之論。對

此，曾教授似乎仍可趁此乘勝追擊，就底下兩個問題繼續探究下去。 

   （一）朱子心性論為何會採取分解式的概念澄清法，而在心、性、情三元和

合的人性架構中無能脫逸而出？—這是否就是儒家心性論共同的難題？ 

   （二）是否朱子在心性的範疇裏，已然夾混了價值論與功夫論的善惡之辨，

而因此在吾人通過修養的主體進路中，把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的難題無端

放入善惡對質、是非莫辨的道德意識中，終造成陸象山挺身奮起的心學以後來居

上之姿矢志恢復儒學為聖明之學的主流地位？ 

     至於朱子居敬窮理的實踐工夫以其對道德知識論的堅持，本確立道德修養論

的次第、方法與實際之策略（如所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其間，朱子是

以「敬」的工夫來對治禪宗靜坐之流弊，而朱子格物致知的下學之道乃其上達一

理（天理）的唯一方便，這和佛法力探解脫之道以及禪宗明心見性的宗故實踐工

夫，顯然存在著攸關生命意義與目的的根本的異質性，曾教授對此有十分精闢的



看法：「朱子的理學雖以佛學為其吸收的重要資源，資借不少佛學的問題範疇、

思維方法、修持工夫。但是朱子理學及佛學的異質處在雙方所抉擇的終極價值觀

之不同。」於是曾教授全文一以貫之的對比工作乃總歸於「終極意義之對比」—

而此一「終極意義之對比」其實是「比而不比，不比而比」的。 

     因此，曾教授撰作文本的積極意義除了與主題相關的學術性內容之外，似乎

還有其學術態度之弘大與學術眼光之深遠！「誠望今後儒佛之間，相互尊重歧

見，在共識處多多交流合作。」如此願景，不正是「溝通理性」在朱子與佛學之

間的外一章？而為了讓曾教授的心願能夠免於落空之憾，吾人似乎有必要在求同

存異的基礎上，再前進幾步： 

   （一）對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概念範疇，某些「範疇論」的處理方式已然有所

不足，見樹不見林的結果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意義脈絡被無端割裂，這樣的損失

顯然難以彌補。 

   （二）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論述範域，應如何另開生面，以賦予其依然與吾人

生活世界相關切的嶄新風貌，實乃一樁艱鉅的理論工程。 

   （三）至於吾人在堅持清晰明白的思維範式之餘，又能如何避免方法論的流

弊，而在中國人文學的廣袤中營造智慧並培成理想，似乎已然是無可迴避的人文

大業。 

 


